
企业社会责任扼要地说， 就是企业
在承担对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
任之外， 还需要回应企业其他各个利益
相关方的期待和要求。

很多企业管理者未能意识到， 企业
所处社会和政治环境无时无刻不在约
束、塑造或赋能企业行动。 如今，诸多因
素使更多企业更加重视非市场战略。 例
如，来自媒体环境、政府规制等的多种外
部压力塑造了企业行为。 目前企业竞争
优势的来源越来越多来自于非市场环境。
有如，2018 年今日头条因涉嫌传播低俗
内容、违规搜集用户隐私信息等而屡遭监
管部门约谈，创始人张一鸣随后致歉。

有学者则指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动因主要来自全球化， 全球化进程加
速使人权、劳工和消费者权益问题凸显。
对于外向型经济，苹果、迪斯尼、阿迪达
斯、耐克等很多企业进行全球采购，若供
应链某环节出现了环保、劳动等问题，往
往会连累企业，损及企业品牌和声誉。大
约十年前， 苹果数码产品的很多供应链
企业污染严重。 在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的引领和三十多家国内环保组织的参
与下，连续多年发布“毒苹果”报道，最终
促使苹果电脑披露其供应链企业名单，
并大力整治苹果供应链企业的环境污染
问题。

此外， 由于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同质
化， 也使更多企业依赖非市场因素来获
得竞争优势。如塑造企业良好的声誉、与
政府部门联手回应更大的社会问题等，
这些能力最终影响着企业的成败。

实际上， 企业的市场战略和非市场
战略不是割裂的，而是联系和互动的。近
年来陆续有研究表明， 大多数消费者相
信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且
CSR 还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偏好和品
牌溢价。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 CSR
对企业品牌和声誉的重要作用， 并履行
社会责任以提升品牌吸引力， 进而获得
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

越来越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提升品牌吸引力

非市场战略的 CSR 孕育未来机会

■新快报记者 郑栩彤

战略性 CSR：建立良好品牌形象和声誉是企业履责的一大动力

互联网平台企业抗疫：
为公众之关切提供

实质性帮助是获得认可
度的有效策略

在今年疫情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据
年初一项研究， 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
各家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根据自身的技
术专长和资源优势推出一系列抗疫活
动， 但公众对于平台企业的善意感知、
抗疫活动修复负面形象、抗疫活动作用
评价等都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疫情造
成生活和交往不便，而提供物流运送服
务的顺丰、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生鲜供给以及作为社交平台的腾讯，为
保障人们日常所需提供了实质性帮助，
因而这类企业的抗疫情行为受到了更
多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顺丰速运并不拥有
广泛影响力的媒体平台，但在此次调研
中， 其抗疫活动的知晓度显著高于百
度、今日头条、快手等自身拥有媒体渠
道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这提示决策者在
公共应急中行胜于言，在公众最关切和
最需要的方面提供实质性帮助，将是获
得高认知度和认可度的有效策略。

由于年初受疫情影响复工延迟，腾
讯会议向用户免费开放。在帮助解决企
业开会人员聚集问题的同时，腾讯会议
平台也得到了更高的认知度和更多用
户。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的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腾讯会议
直接节约社会成本高达 714 亿元。据今
年 9 月腾讯发布的数据，腾讯会议上线
245 天用户数突破 1 亿人，成为最快拥
有超 1 亿用户的视频会议产品。

实际上，互联网企业、文旅企业和
媒体企业在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领域具有高度的社会外部性，因而在承
担社会责任方面也具有特殊性。但目前
无论是 GRI 还是 ISO26000，这些 CSR
标准都没有针对这类具有高度外部性
的企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企业社会责
任标准。目前互联网媒体平台主体责任
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例如由谁负责、
负责什么、对谁负责等，相关界定的完
整和清晰程度不一。 在平台情境里，由
于平台具有多重角色和多层关系的特
点，由谁负责和如何协同履责的问题还
有待厘清。

一般而言， 我国社会责任领域的制
度化实践被认为是起步于 2005 年后。当
时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沪深两市对于上市
企业和国务院国资委对于中央企业的相
关规定。 其中，国资委于 2007 年颁布的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是我国 CSR 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实
际上，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有一个不
同于欧美国家的特征便在于， 国资委主
管下的中央企业一直是 CSR 的引领者，
政府始终是 CSR 的重要推动者。

从各行各业看，近年来企业 CSR 实
践还呈现出一个重要变化———从即兴公
益逐渐向策略公益转变。 早期的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中， 较为常见的是在突发危
机或灾难等特殊时期的捐款捐物， 呈现
出没有规划的即兴和随机特征。 最为典
型的例证是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后的
企业公益行动。当时，广东加多宝集团捐
款 1 亿元，“一夜成名”。但鉴于当时国内
公益组织专业能力较弱等因素， 即兴公
益对于维护企业声誉和品牌而言并非最
优的选择。

近年来， 越来越多企业成立了自己
的基金会。例如，碧桂园集团旗下有国强
公益基金会， 疫情期间该基金会进行了
捐钱捐物、组织志愿者等活动。从实际效
用讲， 各个房地产商进行扶贫等公益活

动有助于改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对于
企业的市场战略也有一定帮助。

除了企业的财务和声誉形象等非财
务收益外，企业 CSR 实践也确实创造了
社会收益。首先，可以防止企业成本外部
化。通过利益方施压于企业，促使企业在
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循环
利用、 劳动关系和人权等问题上有所改
观。 同时，一家企业 CSR 对于具体社会
问题的关注常常会激发其他企业跟进和
协同的行为， 并推动企业与政府、NGO
等其他机构的合作。 CSR 项目还可能影
响其他合作伙伴以及相关的公益事业或
社会议题。

CSR实践：从即兴公益走向策略公益的转变

根据已有研究，我国企业 CSR 实践
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和完善。
进行 CSR 项目的选择时，企业可以选择
回应企业价值链带来的社会影响、 服务
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 平衡政府主导
与企业跟随， 抑或是进行企业领导人的
个人价值和仁爱的社会化表达。

企业还应该尽量使项目与企业战略
及专业能力相匹配。 2010 年，富士康曾
发生了多起员工死亡事件。 2013 年，富
士康集团曾在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弱势
群体帮扶及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达到两千
多万元， 但由于公众对于富士康品牌形
象感知集中在员工问题上， 出现企业公
益与企业问题之间的不对应， 仍旧不被
公众认可。 当年富士康在网络上遭遇了

连片骂声， 还在当年的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上被砸场子。 由此我们看
到，CSR 的战略匹配度、 投入的时间和
强度、 企业声誉等都会影响到利益方对
CSR 项目的认可度。

回应当下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长
期持续地予以重点关注和投入， 并发挥
企业的市场资源和技术专长等优势，将
CSR 工作嵌置在企业商业模式当中，这
是企业 CSR 选项及其品牌化的关键。这
不仅仅有助于缓解和助力于解决这类问
题，而且有助于企业讲好一个品牌故事，
助力于企业的品牌建设。

2011 年，安利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关
心下一代委员会合作实施“春苗营养厨
房计划”，旨在解决农村学生的饮食及营

养问题。 在该项目中，家庭、地方政府和
中央政府，以及安利公司都出一份力，极
大地改善了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午
餐问题。实际上，食堂食品安全问题有比
较大的风险， 安利公司之所以能够顺利
开展项目， 便是利用了其全国庞大的销
售网络来保障学校厨房能够正常运转。
据新闻报道，截至 2014 年，“春苗营养厨
房” 已经落成 3000 多家， 受益儿童达
150 万人。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往往侧重在
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点”，而往往难以
解决“面”上问题，但一家企业探索出成
功的模式后， 常常会形成领头示范的作
用，带动更多企业模仿和加入，从而在更
大范围里增进社会福利。

CSR选项：需考虑与企业战略、专业能力及品牌形象的匹配

具体案例

2006 年-2008 年期间，国内沪深证交所、国资委及环保部先
后颁布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相关的政策与法规。 此后十多年来，
CSR（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为备受国内业界和学界关注的问题。
作为企业最具公共性的行为，CSR 实践往往与企业声誉及品牌管
理有紧密的联系。

作为研究企业非市场战略的一个重要窗口，CSR 的核心是企
业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 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合法性。 实际
上，在市场竞争激烈、社会和政治因素越来越能够影响企业竞争优
势的背景下，企业的荣衰日益由其非市场战略所决定。作为非市场
战略的 CSR 孕育着新兴的和未来的机会。

●邓理峰 中山大学传播学
院副教授、公共传播学系系主任、中
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